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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及其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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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东变局以来，也门政府的安全供给能力随政权更迭而下降。
由于也门国内脆弱的安全结构以及外部力量的干预，多重武装力量崛起成

为也门突出的安全现象。 这不仅损害了也门的主权完整，也加剧了也门安

全局势的恶化，进而加深了地区局势的动荡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复杂化。 当

前，围绕也门乱局形成了全球、地区和国内三个层次的治理实践。 但囿于

各层次的治理缺陷以及各层次间缺乏协调，对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

理陷入了困境。 构建多层次综合治理框架，形成全球、地区和政府三个层

次之间的有效协同机制，强化政府安全供给能力，有助于破解也门多重武

装力量的治理困境，推动也门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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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及其治理困境


　 　 中东变局以来，由于外部干预、政权更迭和武装冲突，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
叙利亚、也门等教派、族群或部落关系复杂的阿拉伯国家均出现了突出的安全问题，
提升安全治理成为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 然而，上述国家中央政府的安全供给能力

明显不足，非政府武装力量①的影响力较大，导致安全治理中复杂而特殊的多重武装

力量崛起现象，最终破坏了国内正常安全秩序的顺利形成。
在当前中东脆弱国家②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问题上，也门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是对存在于该国境内不同政治集团拥有的各种武装组织的统称。 在

也门，武装力量数目繁多、种类多样、构成复杂，除了政府统辖的国家武装力量之外，还
存在各种非政府武装力量、反政府武装力量、极端主义武装力量、外国武装力量等。

前总统萨利赫下台后，也门政治转型陷入僵局，出现了亲胡塞力量与反胡塞集

团的军事对垒，内战逐步扩大。 随着中央政府进一步丧失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

权，也门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武装冲突异常激烈，极端主义势力乘势坐大，人道主义

危机此起彼伏。 根据“大赦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也门战争已

造成 ６，０００ 多人死亡，１０，０００ 多人受伤，２００ 多万人流离失所，超过 ７５％的也门人亟

需人道主义援助，也门正经受着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③ 也门中央政府的安

全供给能力的下降，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及其“治理赤字”是也门安全问题日益严峻

的主要原因。
国内外关于也门武装力量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哈立德·法塔赫（Ｋｈａｌｅｄ

Ｆａｔｔａｈ）探讨了萨利赫倒台之前的也门军政关系历史，迈克尔·奈茨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ｎｉｇｈｔｓ）分析了也门武装力量在 ２０１１ 年民众抗议中的作用。④ 也门冲突爆发之后，
研究者主要聚焦也门当前武装力量的特征以及也门国家武装力量重建问题。⑤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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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力量、安全部门、军队等概念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语境中往往具有不同含义。 笔者认为这些概

念既存在区别，又有联系和重叠。 武装力量是指政治集团拥有的武装组织，可分为国家武装力量和非政府武装

力量。 国家武装力量通常又被称为安全部门，包括军队、警察、情报机构、预备役等，而军队特指主要承担外部任

务，负责外部军事进攻与防御的安全部门。 因此，武装力量的内涵大于安全部门，而安全部门的内涵又大于军队。
关于脆弱国家的相关分析，参见 Ｌａｒｓ Ｃａｒｌｓｅｎ， Ｒａｉｎｅｒ Ｂｒｕｇｇｅｍａｎｎ，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１３３，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１４．
“Ｙｅｍｅｎ： Ｓｔｒａｎｇｌｅｈｏｌｄ：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ｔｈｉ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Ｙｅｍｅｎ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ｍｎｅｓ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ＤＥ ３１ ／ ８５０５ ／ ２０１８， Ｊｕｎｅ ２２， ２０１８， ｐ． ４．
Ｋｈａｌｅｄ Ｆａｔｔａ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ｎ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Ｙｅｍｅｎ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Ｃｉｖｉ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２， ２０１３．

关于也门当前武装力量特征的研究，参见 Ｅｌｅｏｎｏｒａ Ａｒｄｅｍａｇｎｉ， “Ｐａｔｃｈｗｏｒｋ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ａｃｅ ｏｆ
Ｙｅｍｅｎｓ 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 ＩＳＰＩ，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０，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ｓｐｉｏｎｌｉｎｅ．ｉｔ ／ ｉｔ ／ 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ｚｉｏｎｅ ／ ｐａｔｃｈｗｏｒｋ⁃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ｅｗ⁃
ｆａｃｅ⁃ｙｅｍｅｎｓ⁃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２１５２３，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 日。 关于也门武装力量重建问题的研究，参见 Ｚｏｌｔａｎ
Ｂａｒａｎ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ｍｙ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ＣＳＩＳ， ２０１６； Ｍａｒｉ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Ｈｅｉｎｚｅ， ｅ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ｅｃｔｏ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ｏｎｎ： ＣＡＲＰＯ，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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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无关于也门武装力量的专门研究，相关论述散见于对也门局势、中东地区格

局和中东代理人战争等问题的探讨中。① 本文尝试系统梳理当前也门多重武装力量

的特征及类型，分析其崛起的原因及影响，探讨治理多重武装力量的困境及出路。

一、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特征及类型

中东变局以来，也门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国家武装力量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有

限，其他武装力量乘机填补“安全真空”，也门呈现出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复杂态势。
（一）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历史惯性和独特性

纵观历史，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并非新近现象。② １９６２ 年，也门的“军官革命”推
翻穆塔瓦基利亚王朝，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以下简称“北也门”）。 然而，北也门

很快陷入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的内战。 １９６２ 年至 １９６７ 年间，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包

括也门国家武装、君主派武装力量（以西北高地部落武装为主）和埃及军队。 １９６７ 年

后，埃及军队撤离也门，君主派武装力量因沙特支持的终止而解散。 然而，部落武装

力量在内战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强。③ 埃里亚尼（Ａｂｄｕｌ Ｒａｈｍａｎ ａｌ⁃Ｅｒｙａｎｉ）、哈米德

（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ｌ⁃Ｈａｍｄｉ）、卡西姆（Ａｈｍａｄ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ａｌ⁃Ｇｈａｓｈｍｉ）三届政府（１９６７ 年 ～ １９７８
年）囿于部落压力和沙特的阻挠，无力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④ 这一时期，也门

多重武装力量主要包括国家武装和部落武装。
萨利赫统治期间（１９７８ 年～２０１１ 年），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问题依然突出。 一方

面，除国家武装外，部落武装势力仍旧强大。 １９７８ 年萨利赫上台后，为获得部落力量

的支持，政府赋予一些部落联盟在安全、司法和经济领域广泛的自主权。 具体到安

全领域，即政府允许部落武装的存在。⑤ 另一方面，萨利赫组建了许多平行性的安全

部门，⑥包括共和国卫队（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Ｇｕａｒｄ）、也门特种行动部队（Ｙｅｍｅｎｉ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ｃｅｓ）、中央安全组织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和国家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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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天雨、吴冰冰：《也门宰德派德兴衰与胡塞武装的政治抗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４８－６０ 页。

由于北也门在 １９９０ 年也门统一中的主导地位及其政治制度的延续性，本文主要以北也门（１９９０ 年之

前）和也门（１９９０ 年之后）考察也门的多重武装力量传统。
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０７ 页。
Ｋｈａｌｅｄ Ｆａｔｔａ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ｐｐ． ３１－３５．
Ｓａｒａｈ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Ｙｅ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ｒｉｓｉ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１， ｐ． ８９．
平行性安全部门是指一国统治者为维护统治而建立的平行于正规国家安全部门的武装力量，这在中

东国家是个普遍现象。 这些安全部门承担安全功能，但最重要的职责是保卫统治者。 平行性安全部门往往直

接隶属于统治者，而非国防部或内政部，因此混合着正式和非正式、国家和非国家的特征。 参见 Ｂａｒｒｙ Ｒｕｂ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Ｂａｒｒｙ Ｒｕｂ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ｅａｎｅｙ， ｅｄｓ．，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２， ｐｐ．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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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ｕｒｅａｕ）等，这些部门均由萨利赫家族的成员掌管，是忠诚于萨利

赫的武装力量。① 此外，一些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威胁开始扩大。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极端主义武装开始在也门活动。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０ 年间，胡塞武装崛起，先后与中央政

府爆发了六轮武装冲突，即萨达战争。
由上可见，也门国内多重武装力量现象具有历史惯性，国家武装与部落武装长

期并存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同时武装力量的发展也呈现动态特征，在不同时期的

构成存在差异。 自 ２０１１ 年也门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以来，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和治

理能力进一步下降，萨利赫统治时期存在的多重武装力量———胡塞武装、萨利赫家

族控制的武装、部落武装、极端主义武装成为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门多重武装力量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第一，武装力量异常活跃，影响遍及全国。 萨利赫统治时期，也门武装力量虽然

不时参与冲突，但冲突整体上规模较小，持续时间也较短。 例如，１９９４ 年也门内战的

交战区域集中在该国中部和南部，且战争持续时间较短。 胡塞武装与中央政府之间

的萨达战争虽然持续了六年（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但交战区域主要在西北高地进行。
然而，武装力量在当前也门冲突中表现得极其活跃，也门战争也因此具有内战、代理

人战争、反恐战争和教派战争等多重色彩。② 此外，最近两年冲突涉及的范围十分宽

广，除马赫拉省（Ｍａｈｒａｈ）基本未受战火波及外，全国其他省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

破坏。
第二，武装力量与政府联系减弱。 历史上，也门不少武装力量的产生和存在与

政府的支持和默许态度密不可分。 例如，萨利赫时期的平行性安全部门是政府为防

止常规军发动政变、维持政权生存而建立的。 此外，哈希德部落联盟的武装力量存

在也得到了政府首肯。 然而 ２０１１ 年之后，虽然也门部分武装力量仍与政府密不可

分，但是大多数武装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并不依赖于政府支持。 这意味着，政府对于

多重武装力量的掌控和应对难度进一步增大。
第三，武装力量类型复杂多样。 长期以来，也门武装力量的类型相对简单，主要

包括国家武装、平行性安全部门、部落武装和反政府武装。 然而 ２０１１ 年以来，武装力

量的种类日趋多元，这些武装力量按照意识形态可划分为以胡塞武装为代表的宗教

性武装力量和以“南方过渡委员会”为代表的世俗性武装力量；按照国别属性可划分

为沙特和阿联酋支持的外国武装力量和以哈迪政府军代表的也门本土武装力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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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的关系可划分为亲政府武装、反政府武装和摇摆性武装三类。①

（二） 也门武装力量的类型

武装力量与政府的关系往往是考察内战中武装力量问题的起点。 下文将分别

考察也门亲政府武装力量、反政府武装力量和摇摆性武装力量等三种武装力量类型。
第一，亲哈迪政府的武装力量，其主要包括四类：一是也门安全部门，其中最重

要的是政府军。 ２０１６ 年初，也门政府声称政府军有 ４５ 万人，但根据权威人士判断，
政府军规模或仅有 ６ 万～７．５ 万人。② 当前，沙特和阿联酋主导的联军负责训练和武

装哈迪政府军。 军队名义上归哈迪政府管辖，但由于也门长期存在的“部落型军队”
传统，军队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不同的军团往往更加忠诚于军团指挥官和部落

精英，对国家的忠诚度相对有限。③ 二是政府新建或整编的平行性安全部门。 哈迪

继承了也门政府组建平行性安全部门的传统，他在 ２０１２ 年组建总统保卫部队，该部

队由其子纳赛尔领导。 此外，也门政府将一些非政府武装力量整编进平行性安全部

门。 例如，在战况激烈的塔伊兹市，哈迪将一些反胡塞武装的非政府武装整编为总

统保卫部队第五营。 三是阿里·穆赫辛将军（Ａｌｉ Ｍｏｈｓｅｎ ａｌ⁃Ｑａｄｈｉ ａｌ⁃Ａｈｍａｒ）领导的

武装力量。 穆赫辛将军是也门的重要军事和政治精英，他与也门最为显赫的艾哈迈

尔家族、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伊斯兰改革集团（即“伊斯兰改革党”）以及哈希德

部落联盟联系紧密，且与“基地”组织有长期来往。④ 萨利赫政权倒台后，阿里·穆赫

辛领导的也门第一装甲师彻底转变为一支忠诚于他本人的武装，沙特成为该武装最

大的金主。 四是沙特领导的国际联军。 ２０１５ 年，为应对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强势崛起

造成的威胁，沙特纠集埃及、摩洛哥、约旦、苏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等国

对也门实施军事干预，其行动主要集中在空中打击和海路封锁。 在地面战场上，外
国军队主要是阿联酋的陆军以及受沙特资助的塞内加尔、苏丹、哥伦比亚等国的雇

佣军。
第二，反对哈迪政府的武装力量，其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胡塞武装。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萨达省的栽德派宗教人士巴德尔丁·胡塞（Ｂａｄｒ ａｌ⁃Ｄｉｎ ａｌ⁃Ｈｏｕｔｈｉ）发起栽德派

复兴运动，２００４ 年更名为“胡塞人”，即人们熟知的胡塞运动。 目前，胡塞运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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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是长老委员会，其军事力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的规模约 ２
万～３ 万人，成员主要是萨达省的部落民兵，该武装在战争中通过赋权地方指挥官而

变得十分强大，重型武器主要来自击败政府军所获得的战利品。① 二是极端主义武

装力量。 在也门，极端组织主要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的也门

分支。② 前者是也门影响力最大的极端主义武装，其目标是在阿拉伯半岛建立“哈里

发国”和执行伊斯兰教法，活动区域主要在贝达省（Ａｌ Ｂａｙｄａ）、埃布省（ Ｉｂｂ）、阿比扬

省（Ａｂｙａｎ）和哈德拉毛省（Ｈａｄｒａｍａｗｔ），并在塔伊兹、亚丁和夏卜瓦（Ｓｈａｂｗａ）有零星

活动，该组织的头目是雷米（Ｑａｓｉｍ ａｌ⁃Ｒａｙｍｉ），组织规模约 ４，０００ 人。③ “伊斯兰国”
组织也门分支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其领导层包括阿代尼（Ｎａｓｈｗａｎ ａｌ⁃Ａｄｅｎｉ）等人，该
组织主要在亚丁、哈德拉毛、萨那、塔伊兹、夏卜瓦和贝达等逊尼派占人口多数的地

区活动，袭击手段较“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更加残暴。
第三，摇摆性的武装力量，由于该武装力量对待政府的态度相对复杂，很难用亲

政府或反政府的简单二分法来界定其性质，其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人民委员会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在也门，组建人民委员会并不是新的现象。 人民委员会主要

是部落力量为保护社群利益免受外部威胁而组建的，其职责包括保护当地的基础设

施、维持公共秩序、负责检查站安检等。④ 由于人民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组织，而是对

多数部落民兵组织的概称，因此需要对其性质进行具体分析。 与哈迪政府关系良好

的人民委员会，其成员每月能从政府领取工资，成员规模约有 １．５ 万人。 然而，他们

并不完全遵循政府命令，而是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甚至从事绑架、勒索、抢劫等非法

活动。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胡塞武装组建了亲己的人民委员会。 二是萨利赫家族控制的武

装力量。 在长达 ３０ 余年的统治中，前总统萨利赫组建了庞大的庇护网络，确保他与

许多精英保持密切联系。 虽然萨利赫于 ２０１１ 年被迫下台，但是他仍能利用积攒的

６００ 亿美元的资金，庇护忠诚于他的武装和其他力量。⑤ 萨利赫家族控制的最重要

武装是前政权的平行性安全部门，尤其是由他的儿子和侄子掌管的共和国卫队和中

央安全组织等，这些力量中的大多数人在萨利赫下台后仍忠诚于萨利赫家族，人数

在 ３ 万左右。 ２０１４ 年，萨利赫集团与胡塞武装结盟，反对哈迪政府。 ２０１７ 年底，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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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由于与沙特亲近而被胡塞武装杀害。 之后，萨利赫家族转而与哈迪政府一道反对

胡塞武装。 三是南方过渡委员会。 该组织成立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其前身是“南方运

动”，①领导人包括前亚丁省省长祖贝迪等人，成员主要是南方的一些军政精英及其

追随者。 他们的武装力量并不是特别强大，主要依赖阿联酋的支持。② 该力量在对

抗胡塞武装时与哈迪政府合作，但在也门南部影响力的争夺上与政府存在冲突。

二、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原因

当前也门的武装力量不仅数量众多、种类繁杂，而且行动活跃、作用显著。 ２０１７

年也门民调中心就“谁能给你们提供当地的安全保障”这一问题开展全国性调研，仅
有 １６％的受访者表示是军队等国家安全部门。③ 显然，政府和非政府性的武装力量

并存已经成为也门安全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主要源于

以下两个层面的因素。

（一） 国内层面： 安全结构脆弱

中东变局发生后，整个中东地区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

特定的历史和组织因素，其中的结构性原因至关重要。④ 在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

的深层次原因是也门不稳定的安全结构，包括缺少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和包容性的社

会结构，以及极度糟糕的经济状况。
第一，也门国家机构长期脆弱，这是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和安全结构碎片化的重

要原因。 国家机构是不同社会力量谈判和讨价还价的制度平台，它往往反映社会力

量互动的“游戏规则”，决定国家权力的分配和管理。⑤ 在也门，缺乏效力的国家机构

降低了社会力量合作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背叛国家的成本。
一方面，国家机构脆弱致使一些社会群体被边缘化，促使他们使用武力手段谋

取社群利益。 萨拉·菲利普斯（Ｓａｒａｈ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曾指出，长期以来也门的国家资源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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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稀缺，国家机构效力有限，政府运行的实质是庇护政治，即总统使用国家资源构建

并维持庇护网络，以此换取地方精英对政府的承认。① 哪些力量能够被纳入庇护体

系以及他们在庇护体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与总统的关系。 萨利赫下台后，
在也门政治转型进程中，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胡塞运动和“南方运动”被进一步边

缘化，促使他们愤而使用武力手段寻求社群利益。
另一方面，国家机构脆弱导致政府无力镇压武装力量的叛乱，无政府状态促使

非政府武装力量填补安全真空。 埃及、突尼斯的国家能力相对强大，两国虽然受到

中东变局冲击，但其国家机构得以维持，安全部门能够有效维持国家秩序。 然而，也
门脆弱的国家机构在胡塞武装的冲击下迅速崩塌，也门不再有“利维坦”保障国家安

全和秩序，便陷入了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② 为了应对这种极

度不安全的形势，一些社群武装便被激活或者新建武装力量以确保自身安全。
第二，也门社会异质化程度高，且缺乏公民文化，这是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社会

原因。 一个国家的社会构成，文化传统和政治态度往往影响着冲突与和平。 也门社

会凝聚力较低，不同社群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再加上好战的部落传统文化，社群矛

盾的解决容易诉诸武力。
一方面，也门存在多种结构性的社会矛盾，这为一些社群力量参与武装冲突提

供了“燃点”。 也门国内的主要矛盾包括南北矛盾、部落矛盾和教派矛盾等。 历史

上，也门南北差异较大，虽然 １９９０ 年南北也门实现了统一，但是南也门民众普遍认为

中央政府偏袒北方，这也是“南方运动”寻求武装自治的重要原因。 也门国内存在约

２００ 个规模较大的部落，历史上这些部落为了争夺资源和声誉经常发生冲突。 胡塞

武装与萨利赫政府之间的战争，就有巴基勒部落联盟和哈希德部落联盟冲突的影

子。 此外，也门存在显著的教派差异。 从教派的人口分布来看，也门国内什叶派人

口占比约 ３５％，逊尼派人口占比约 ６５％，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栽德派和萨拉菲主义

运动的矛盾不断加剧，③教派矛盾推动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门主流的政治文化仍然是部落和区域性的，而非公民和国家性的，

这使得族群武装冲突极易被激活。 在也门，农村人口高达 ７０％，当地的也门人仍然

高度重视自己的部落身份，愿意将自己的安全交托给部落。 如一名塔伊兹地区的护

士在采访中指出，“如果有家族，就不需要警察。 我不想去警局，因为那里没有女性

警官，并且警察将指责转向我，败坏我的声誉”④。 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意味着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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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他民众视为群内成员，因而愿意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 由于缺乏公民文化和

国家认同，也门民众的部落认同加剧了群体之间的分裂，而部落的尚武文化传统则

进一步加剧了武装冲突。
第三，也门经济状况恶劣，获取经济利益成为精英和普通民众诉诸武力的重要

动机。 内战问题专家保罗·科利尔（Ｐａｕｌ Ｃｏｌｌｉｅｒ）等指出，一国一旦陷入内战，冲突方

就有强大的经济动机推动内战持续，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机构脆弱和缺乏统一民族身

份的国家。① 在也门，经济因素是武装力量崛起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获取经济利益是一些社群领导组建武装力量的重要考虑。 胡塞武装一

直抱怨政府对于他们的大本营———萨达省的资源分配过少。 ２０１４ 年胡塞武装发动

叛乱的重要原因正是为了谋取更多的物质利益。 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延续，也门的武

装力量领导往往受益于战争经济，他们得益于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和间接管理经济活

动（在控制区内“收税”）。② 通过建立武装获取经济收益，使他们愿意积极扩充武

装，而不愿轻易解除武装力量。
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缺乏获取经济资源的机会，加入武装组织能够获得相对稳

定的收入。 长期以来，也门经济主要依赖农业，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经济最落后的国

家之一。 ２０１０ 年，也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 １，１８０ 美元。 由于缺乏工业部门吸收劳

动力，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并随着武装冲突进一步恶化。 据《也门观察者》的数据

显示，也门失业率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革命前的 ２５％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６％，２０１４ 年更是飙

升到 ４４％。③ 也门国内大量青年人苦于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转而加入武装组织谋

求生计，这为武装力量提供了大量兵源。
（二） 外部层面： 代理人战争的推动

２０１４ 年以来，也门国内各种力量为了争夺权力、进行复仇和竞争资源而展开激

烈的武装冲突。 其中，胡塞武装受到伊朗的支持，而沙特基于遏制胡塞武装和伊朗

扩张的考量，不仅组建联军对也门进行直接军事干预，而且积极扶植代理人间接影

响也门局势，这为也门的武装力量崛起和冲突持续注入了外部动力。
第一，沙伊两国为也门的代理人提供军事支持，是武装力量参战的重要保障。

沙特在也门投入的战略成本很高，积极为反胡塞力量提供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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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开始，沙特在其境内南部城镇沙鲁拉（Ｓｈａｒｕｒａｈ）为亲哈迪的也门部落武装提

供军事训练，包括轻武器使用和战术知识。① 此外，沙特持续为哈迪政府军等代理人

提供武器装备支持，也门军方曾多次公开对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表示感谢。
伊朗支持胡塞武装，积极为其提供军事援助。 ２０１４ 年曾有一些胡塞武装成员在

伊朗库姆附近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训练营接受训练。 ２０１１ 年以来，伊朗增加了对胡塞

武装的武器援助，包括 ＡＫ－４７ 突击步枪和便携式火箭弹。 许多军事专家认为，胡塞

武装的导弹技术突飞猛进得益于伊朗提供的装备和技术。②

第二，沙伊两国为也门的代理人提供资金和外交支持，是也门武装力量得以持

续壮大的重要原因。 沙特为建立反胡塞武装的力量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 近年来，
安全和军事开支一直是沙特政府的最大支出，安全预算占 ２０１７ 年沙特财政预算的

３２％。 ２０１５ 年沙特财政大臣曾表示，也门战争花费了沙特 ５３ 亿美元。 当前，也门战

场每年耗费沙特约 ５０ 亿至 ６０ 亿美元。③ 此外，沙特还通过外交和宣传加强自身干

预也门以及对抗胡塞武装的正当性。
与此同时，伊朗也向胡塞武装提供资金和政治支持。 据报道，伊朗每年向胡塞

武装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 一些伊朗军政高官公开表达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并批

评沙特领导的联军对也门进行军事干预。 此外，伊朗还帮助胡塞武装在黎巴嫩真主

党控制的地区开设了马西拉（Ａｌ Ｍａｓｅｅｒａ）电视频道。④

在也门战场上，美国的庇护国角色常被忽略。 事实上，美国在也门有两场代理

人战争，一是支持沙特联军对抗胡塞武装，二是扶植阿联酋及其盟友在地面战场打

击极端主义力量。 美国对于沙特的军事支持，不仅是沙特进行空袭和扶植代理人的

基础，而且是沙特长期不愿积极参与和平谈判的重要原因。
总之，也门国家机构缺乏效力、社会缺乏凝聚力和经济状况极端恶劣，脆弱的安

全结构是也门武装力量崛起的根本原因，而外部力量的干预和代理人战争不仅为也

门武装力量崛起提供了重要支持，也为也门武装冲突的持续发酵注入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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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ｈ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ｏｕｔｈｉ⁃ｒｅｂｅｌｓ－１．７１７７４９，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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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ｐｒｉｌ １，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ｃｔ．ｏｒｇ．ｉｌ ／ ＵｓｅｒＦｉｌｅｓ ／ ＩＣＴ⁃Ｒａｇ⁃Ｉｒａｎｉａｎ⁃Ｐｒｏｘｙ⁃Ｗｙｓｓ．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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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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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对也门和中东局势的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一些非政府武装力量为也门普通民众提供了相对有效的安全保

障，使得民众的安全感整体较高。 ２０１７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也门全国范围内，有近

六成的民众感受到总是或大多数时候是安全的，而感觉总是或大多时候不安全的人

仅占两成。① 但总的来看，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对也门和地区局势的影响是消极的。
第一，多重武装力量的存在损害也门的主权完整和统一。 当前，主权不可分割

仍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国际法准则。 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对于也门主权的破坏是

显而易见的。
首先，也门出现多个权威中心，其主权完整受到严重冲击。 事实上，也门当前存

在三个“政府”：一是受到沙特支持和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哈迪政府，该政府目前偏

安于亚丁，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对于也门局势的实际掌控能力十分有限。 二是

胡塞运动在萨那组建的“政府”，其鼎盛时期控制了全国近 ２ ／ ３ 的土地，目前主要控

制着也门北部地区。 在其控制区内，胡塞武装既管理经济活动，也提供公共服务，还
保障安全秩序。 三是“南方过渡委员会”在亚丁组建的“政府”，作为对抗北部的代表

性力量，得到了不少南部民众的支持。 除此之外，也门还存在为数不少的具有一定

政治实力的非政府组织。
其次，外部力量基于权力政治、身份政治和地区野心，直接或间接军事干预也门

事务，破坏了也门的国家主权。 一方面，沙特和阿联酋在也门境内支持多支非政府

武装力量，这些力量并不都是支持哈迪政府的。 此外，由于政府的脆弱性，即使外部

力量做出有损也门主权的举动，政府也几乎无力反制。② 另一方面，也门进一步沦为

多个外部力量的势力范围。 传统上，也门是沙特的势力范围，沙特通过资助西北高

地的部落及也门政府，获取了在也门的强大影响力。 随着阿联酋在也门支持大量武

装力量，尤其是南部的势力，其在也门南部的影响力增强，未来将日益显著。 伊朗通

过支持胡塞运动，扩大了其在也门的影响力。 显然，这进一步破坏了也门的主权独

立和完整。
最后，也门未来安全部门重建难度增加，这从根本上阻碍着也门的主权完整。

一方面，也门民众对于国家武装的信心下降，不利于建立统一、透明、高效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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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２０１７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是否应该只由国家来提供安全”时，也
门民众对于国家垄断安全治理的支持率较 ２０１３ 年下降了约 ５％。① 这不仅表明政

府建立权威性的国家武装缺乏大众支持，而且意味着非政府武装力量仍有较大的

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如何安置非政府武装力量将是也门安全部门重建的难题。
在战争结束的第三世界国家，安全部门重建总是一个困难的议题。② 政策选择面

临两难困境：如果直接复员这些武装力量，意味着社会中存在大量能瞬间转变为

武装分子的人员，显然具有潜在风险；如果将他们编入国家安全部门，意味着安

全预算将大幅增加，且很难保证这些人对国家忠诚，这对国家主权仍是潜在

威胁。
第二，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恶化了也门的安全局势。 目前，也门形成了四个既

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冲突区。③ 在北部，亲哈迪政府的力量与胡塞武装激战，前
者得到沙特联军的空中支援和装备补给。 在南部，“南方过渡委员会”在阿联酋的支

持下，既与政府一道反对胡塞武装的“入侵”，又与政府存在摩擦。 东部的哈德拉毛

省和马赫拉省是第三个冲突区域。 哈德拉毛省自然资源丰富，并深受部落和宗教势

力的影响，“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期间控制了该省大半年。 当

前，哈德拉毛省地方武装力量负责穆卡拉港和岛屿的安全，而也门第一军区下属的

武装力量负责北部哈德拉毛谷地的安全。 马赫拉省是也门受战争冲击最小的地区，
部落准自治组织承担安全治理职能。 第四个冲突区域是也门暴力程度最高的塔伊

兹和荷台达。 当地多支地方民兵武装与不同的冲突方结盟，并参与战争。 他们主要

通过切断供应线、摧毁基础设施等手段争夺城市控制权。 塔伊兹遭到数年的围城

战，当地居民深受胡塞武装和极端主义力量封锁的影响，并深陷联军空袭的困扰。
红海沿线的荷台达，在战争一开始就被胡塞武装占领，深受沙特联军海路封锁的影

响。 当前，荷台达仍是反胡塞联军与胡塞武装争夺的焦点。
多重武装力量崛起恶化了也门的人道主义状况。 由于也门境内很多武装力量

是非国家行为体，它们与国家的行为方式不同，这些力量不受政府责任的限制，国际

社会的规范压力对它们影响有限，因此缺乏维护国家基础设施和保障公共安全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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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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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泉钢：《论伊拉克国家重建中的军队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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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没有承担人道主义责任的意识。① 许多非政府武装力量将大量国际人道主义

援助物资据为己有，只将很少一部分物品分发给普通民众。 一些武装力量还阻碍国

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甚至扣押人道主义救援人员，以此阻止敌对方从中得到帮助。
显然，这些举动严重违反了人道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剧了也门人道主义危机的恶化。

与此同时，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增加了也门问题的解决难度。 一方面，不同武装

力量具有相对复杂的利益诉求，这导致全面的政治安排较难实现。 也门的冲突方较

多，它们往往具有差异较大的政治目标。 在拥有强大武装的情形下，很多武装力量

往往并不愿意牺牲自身利益来支持政治和解进程。 另一方面，外国势力的卷入不仅

使也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而且影响了一些力量的谈判意愿。 国外力量的介入，意
味着它们势必要将自身利益反映在也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这显然增加了也门和平

谈判的难度。 此外，国外力量持续为也门国内的武装力量提供经济、政治和军事支

持，使得后者不愿积极参与和谈。 例如，虽然在战场上不断败退，但由于沙特的力

挺，哈迪政府拒绝了 ２０１６ 年科威特和谈中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因为该方案未对哈

迪未来的政治命运提供承诺。②

第三，也门的多重武装崛起导致海湾地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 首先，胡塞

武装的崛起进一步激化了它与沙特之间的敌对关系。 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对抗由来

已久，双方在意识形态、历史关系和战略诉求上存在矛盾。 ２０１４ 年以来，胡塞武装在

也门的实力显著增强，这加剧了沙特的不安全感，导致沙特组建联军和扶植代理人

对抗胡塞武装。 反观胡塞武装，它屡屡采用边界滋扰、导弹袭击等方式报复和威慑

沙特。 沙特政府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初表示，自出兵也门以来，胡塞武装共向沙特发射了

１１９ 枚导弹，主要袭击沙特南部的吉赞和纳季兰，有时也对首都利雅得进行攻击。③

显然，沙特与胡塞武装处于高度敌对状态。
其次，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竞争由来已

久，中东变局进一步激化了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敌对，双方在黎凡特、海湾、北非

等多条战线上展开激烈博弈。 也门与沙特接壤，因此也门对于沙特安全极为重要。
胡塞武装的崛起加剧了沙伊对抗，伊朗支持胡塞武装，试图以此牵制沙特的战略精

力和消耗其战略资源，沙特则一直担心胡塞武装成为“也门版本的真主党”，进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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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胡塞武装视为遏制伊朗在中东战略扩张的重要举措。① 可见，也门是沙伊两国

战略角逐的重要场所，而也门战争成为加剧两国战略竞争的重要议题。
最后，多重武装力量的激战恶化了海湾地区的非传统安全状况。 一方面，战争

催生出大量难民。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也门战争已造成 ２００ 万人流离失所，超过 １９ 万

人逃往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伊拉克等国家。② 由于这些难民接收国自身也面临严

峻的安全局势和资源稀缺问题，大量也门难民的进入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安

全造成了严重冲击。 另一方面，战争破坏了也门及周边的生态环境。 战争造成大量

森林被毁，萨那的绿化率比战前降低了一半，③也门水资源紧缺状况尤其是干旱形势

持续恶化，这将对也门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长久破坏。
由此可见，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对于也门主权、也门安全局势以及地区地缘

政治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

四、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途径

鉴于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对于安全的消极影响，国际社会、地区力量和也门政府

试图对其进行治理。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探讨的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是指对多

重武装力量本身的治理，而不是对多重武装力量崛起造成的安全问题的治理。 下文

将通过考察国际、地区和国内三个层次的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治理实践，从治理

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议程的角度分析治理困境，并探讨可行的治理途径。
第一，在国际层面，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试图斡旋也门的主要冲突方，以

期尽快结束也门的战争状态，实现国家的整体安全。 联合国秘书长先后任命贾迈

勒·本奥马尔（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伊斯梅尔·艾哈迈德（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和马丁·格里菲斯（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以来）为也门问题特使。 联合国的斡

旋任务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２０１５ 年 ４ 月之前主要是支持海合会提出的也门政治

转型倡议，２０１５ 年之后主要是说服主要冲突方重回谈判桌。④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４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也门问题的 ２２１６ 号决议，要求举行

·９４·

①

②

③

④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ｙｍａｎ， “Ｙｅｍｅｎｓ Ｄｉｓａｓｔｒｏｕｓ Ｗａ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Ｖｏｌ． ６０， Ｎｏ． ５， ２０１８， ｐｐ． １４９－１５０；吴冰冰：《中
东地区的大国博弈、地缘战略竞争与战略格局》，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６４ 页。

Ｏｌｇａ Ａｄｈｉｋａｒｉ， “ Ｔｈｅ Ｙｅｍｅｎｉ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Ｙｅｍ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Ｙｏｕ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ｆｒｉｅｎｄ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ｙｎｆ． ｏｒｇ ／ ２０１８ ／ ０８ ／ ｔｈｅ⁃ｙｅｍｅｎｉ⁃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ｙｅｍｅｎ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Ｙａｈｙａ Ｇａｈｌａｎ， “Ｓａｎａａｓ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ｓ Ｒａｖａｇｅｄ ｂｙ Ｗａｒ，”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ｙｅｍｅｎ⁃ｗａｒ⁃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ｅ⁃ｔｒｅｅｓ⁃ｆａｍｉｎｅ． ｈｔｍｌ，登录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Ｍｕｒｉｅｌ Ａｓｓｅｂｕｒｇ， Ｗｏｌｆｒａｍ Ｌａ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ｅｉｋ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ｌ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Ｕ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ｂｙａ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Ｙｅｍｅｎ，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ｕ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ｋ， ２０１８， 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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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谈判。 在此基础上，也门各方进行了四轮和谈：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的日内瓦和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的日内瓦和谈，２０１６ 年 ４ 月至 ８ 月的科威特和谈以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的斯德哥尔摩和谈。 在前三次谈判中，哈迪政府与胡塞—萨利赫联军虽然就交换

战俘和部分停火的方案进行了讨论，但由于冲突方的承诺难题、部分利益攸关方

未被涵盖和斡旋者的道德困境等原因，最终协议未能达成。① 直到 ２０１８ 年底，在格

里菲斯的斡旋下，哈迪政府与胡塞运动进行了斯德哥尔摩和平谈判，达成了《斯德哥

尔摩协议》。
联合国对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治理存在以下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治理主体的能

力局限。 由于联合国在也门并不具备强制力，因此其发挥的作用更多是协调性和斡

旋性的，其斡旋的成功与否并不由联合国所左右，而是有赖于也门主要冲突方和利

益攸关方的认可和支持。 二是治理客体的代表性有限。 长期以来，联合国主要斡旋

哈迪政府和胡塞武装，而对于其它武装力量关注有限，这并不利于该问题的全面解

决。 三是治理议程缺乏系统性。 联合国的治理议程主要关注和谈和停火，这有其合

理性。 但是，如果不能处理解除非政府武装、终结外部干预、加强国家武装能力等议

题，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很难最终成功。
第二，在地区层面，沙特与阿联酋是参与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治理的最重要

力量。 正如上文指出的，两国军队是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因此是治理客

体。 然而，两国试图扶植并协调也门国内部分武装力量，因此也是治理主体。 这看

似矛盾，实则不然，因为两国并不是在同一组治理关系中同时充当主体和客体。 整

体上，两国是被治理的对象，而在地区层面，两国又是治理参与者。
一方面，两国对于也门武装力量的治理主要采取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即通过扶

植反对胡塞运动的武装力量，实现反胡塞、反伊朗、增强在也门影响力的战略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与沙特的行为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两者最大的区别是，沙特在

也门几乎没有出动本国的地面力量，完全依赖代理人，而阿联酋则有 ３，０００ 人左右的

地面部队存在。② 两国的代理人包括苏丹、塞内加尔和部分海湾君主国的军队，以及

也门国内的力量———哈迪政府军、忠诚于萨利赫集团的武装（前总统萨利赫去世之

后）、阿里·穆赫辛将军领导的武装以及其他一些部落武装等。
另一方面，沙特和阿联酋两国还负责协调友军中的不同武装力量，确保本阵营

的“同仇敌忾”。 在荷台达，反胡塞武装的联盟包括以下力量：塔里克·萨利赫领导

的前共和国卫队成员、地方化的蒂哈马抵抗军、政府军以及南部的萨拉菲派，它们只

·０５·

①
②

朱泉钢：《地缘政治视角下也门危机僵局及其出路》，载《当代世界》２０１８ 期年第 ４ 期，第 ６６ 页。
Ｍａｒｃ Ｌｙｎｃｈ， “Ｏｕｒ Ｍｅｎ ｉｎ Ｙｅｍｅｎ？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ｍｅｃ．ｏｒｇ ／ ｄｉｗａｎ ／ ７４９２５，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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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松散的联盟，彼此之间甚至不乏敌对，其行动受到阿联酋的支持、管控和协调。①

在亚丁，沙特领导的联军协调着哈迪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的关系。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力量与哈迪政府军在亚丁兵戎相见，前者攻占了政府机

构。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初，在沙特等国斡旋下，“南方过渡委员会”将亚丁的行政权力交还

哈迪政府。
两国对也门武装力量的治理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作为治理主体，两国

的治理合法性受到质疑。 在许多也门人眼中，沙特领导的联军是“入侵者”，其空袭

多次造成平民伤亡，其封锁加剧了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是也门安全的“破坏者”。②

二是两国的治理客体选择存在问题。 两国对于代理人的选择标准主要依据为是否

反对胡塞武装，而对于这些力量与政府的关系、是否具有极端主义倾向、是否违反人

道主义原则等问题，并未予以充分考虑，这存在诸多隐患。 三是两国的治理议程很

难实现其目标。 两国的治理思路是，依托相关武装力量代理人，在军事上彻底击败

胡塞武装。 然而，由于胡塞武装强大的战斗力，以及反胡塞力量的分散性和脆弱性，
这种治理议程目前效果十分有限。

第三，在政府层面，哈迪政府试图对武装力量进行混合性安全治理。 混合性安

全治理侧重于国家武装与非政府武装力量的并存和互动，即双方在安全治理中功能

界限变得模糊，在行动上彼此配合。③

哈迪政府对武装力量的混合性治理主要通过两个机制来实现。 一是非政府武

装力量的常规化，即部分非政府武装被整编进国家或平行性安全部门。 如果某一非

政府的武装力量承认哈迪政府的权威，政府就赋予该武装力量合法性，并对其提供

资金和武器支持，同时这些武装力量也需要跟政府军一道执行某些军事任务，例如

前面提到的总统保护部队第五营。 二是国家武装力量的辅助化，即国家武装配合非

政府武装力量，共同承担特定的军事任务。 ２０１５ 年，在塔伊兹战场上，战斗力较强的

萨拉菲派武装是对抗胡塞武装的主力，而政府军承担着辅助力量的角色。④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以来，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带，反胡塞联军向荷台达推进的行动中，忠诚于萨利赫

家族的武装力量是主力，而政府军仅仅是辅助性力量之一。

·１５·

①

②
③

④

“Ｈｏｗ ｔｏ Ｈａｌｔ Ｙｅｍｅｎｓ Ｓｌｉｄｅ ｉｎｔｏ Ｆａｍ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９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８， ｐ． ６，
ｈｔｔｐｓ： ／ ／ ｄ２０７１ａｎｄｖｉｐ０ｗｊ．ｃｌｏｕｄｆｒｏｎｔ．ｎｅｔ ／ １９３⁃ｈｏｗ⁃ｔｏ⁃ｈａｌｔ⁃ｙｅｍｅｎｓ⁃ｓｌｉｄｅ⁃ｉｎｔｏ⁃ｆａｍｉｎｅ＿０． 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ｍｅｎｉ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ｐ． ３８．
Ｒｏｂｉｎ Ｌｕｃｋｈａｍ ａｎｄ Ｔｏｍ Ｋｉｒｋ，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ｉｎ Ｈｙｂｒｉ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ｎｆｉｃ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３， ２０１３， ｐ． ３３９．
Ｅｌｅｏｎｏｒａ Ａｒｄｅｍａｇｎｉ， “Ｙｅｍｅｎ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Ａｒｍ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ｒｌｏｒｄｓ，” ＩＳＰＩ， Ｍａｒｃｈ １９，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ｓｐｉｏｎｌｉｎｅ．ｉｔ ／ ｉｔ ／ 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ｚｉｏｎｅ ／ ｙｅｍｅｎｓ⁃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ｒｉｂａｌ⁃ａｒｍｙ⁃ｗａｒｌｏｒｄｓ⁃１９９１９，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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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也门政府安全提供者角色的权威性不复存在，因此，也门整体性的国家安

全框架难以为继。 与传统民族国家的安全制度不同，也门政府当前的安全架构并非

自上而下型的等级性安排，而是由国家武装和非政府武装力量基于具体战场形势构

成的治理网络，即安全治理混合化———非政府武装力量填补也门军队崩溃后的安全

真空；国家武装与非政府武装力量共担安全治理职能。①

哈迪政府对也门武装力量的治理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作为治理主体，
政府缺乏足够的国内合法性，而且不具备足够强大的治理能力。 由于哈迪政府缺乏

国内民众的普遍支持，其生存主要依赖国际合法性，其政权治理能力有限，导致其治

理多重武装力量的资源和手段不足。 二是哈迪政府的治理机制具有内在的矛盾性。
接受甚至支持非政府武装力量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政府对抗胡塞

武装的能力，但是却在客观上增强了这些非政府武装力量的实力，长远来看并不利

于政府的安全治理和国家主权的完整。
最后，除了全球、地区和政府单个层次对也门多重武装力量治理存在的缺陷外，

这三个层次之间缺乏相互协调，甚至相互抵牾，进一步加剧了对多重武装力量问题

的治理困境。 一是联合国治理方案的优先考虑是止战促和，这与沙特领导的联军和

哈迪政府彻底击败胡塞武装的总思路并不一致。 因此，相对具有合法性的联合国和

谈机制迟迟不能发挥作用。 二是沙特联军的治理议程往往只关注武装力量是否具

有反胡塞运动的特征，而对这些力量与政府的关系、极端主义倾向等问题考虑有限。
显然，这与哈迪政府对于那些具有反政府倾向力量的担忧存在矛盾。 例如，哈迪政

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存在持续的敌对。 三是不同治理层次的主体并未建立

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各方在即便有共同利益的相关议题上，也未能形成合力。
例如，在武装力量对人道主义问题造成的伤害方面，各方具有基本的共识。 但由于

缺乏协调，造成该问题并未得到较好解决。
斯德哥尔摩和平谈判以及《斯德哥尔摩协议》的达成为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

的治理提供了思路。 斯德哥尔摩和平谈判是在全球层次的联合国斡旋下，地区层次

的治理行为体沙特因卡舒吉事件受到美国的压力增大，遂向哈迪政府施压参与和谈

的背景下进行的。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斯德哥尔摩协议》达成，其核心内容是，双方

同意建立交换战俘机制，在荷台达省与荷台达、塞利夫、埃萨三个港口实现停火，组
建讨论塔伊兹局势的委员会。 这一协议的达成具有三重意义：一是协议是沙特领

导的联军军事干预也门以来，联合国斡旋取得的最大成果；二是表明国际社会对

也门问题的关注不断增强；三是在联合国和平斡旋中，沙特等海湾国家成为支持

·２５·

① ＧëｚｉｍＶｉｓｏｋａ， “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Ｋｏｓｏｖ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７， Ｎｏ． ２， ２０１２， ｐ．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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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力量。① 以斯德哥尔摩和平谈判为代表的兼顾全球、地区和政府层面互动的多层

次安全治理框架，应当是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治理的未来出路。 然而，也门多重

武装力量问题的多层次治理框架并未被制度化。 也门问题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在协

议达成之后并未进一步推进协议的落实，反而出现了相互扯皮的现象，这显然不利

于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解决。

五、 结　 语

中东变局以来，以也门为代表的中东脆弱国家深陷安全真空之中。 也门脆弱的

安全结构以及外部力量的干预，成为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重要原因，突出表现为武

装组织数量多、种类杂、行动活跃和影响巨大等特征。 这不仅削弱了也门的国家主

权完整，而且恶化了也门及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
当前，对于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问题，形成了多种治理实践：一是全球层面

联合国主导的也门止战促谈的治理平台，二是地区层面沙特和阿联酋主导的扶植和

协调反胡塞武装的治理安排，三是哈迪政府采取的混合性武装力量治理模式。 这些

治理实践不仅在单个层次上面临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议程的局限，而且不同

层次之间也缺乏沟通和协调。 因此，当前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治理问题仍然突出。
鉴于也门复杂的安全形势，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将是长期而艰巨的。 对于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短期内应当首先实现也门的全面和平，中期内应当

实现以非政府武装力量的武装解除为核心的安全部门改革，长期内应当提升也门国

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 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全球、地区和也门

国内层面的沟通协调和良性互动，即实现多层次安全治理安排的制度化。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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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ｅｔｅｒ 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Ｙｅｍｅｎｓ Ｈｏｄｅｉｄａ Ｄｅａｌ Ｓｔｉｃｋ，”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ｒｉｓｉｓｇｒｏｕｐ．ｏｒｇ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ｎｏｒ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 ｇｕｌｆ⁃ａｎｄ⁃ａｒａｂｉａｎ⁃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 ｙｅｍｅｎ ／ ｍａｋｉｎｇ⁃ｙｅｍｅｎｓ⁃ｈｏｄｅｉｄａ⁃ｄｅａｌ⁃ｓｔｉｃｋ，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